
建立人类文化交流更多的共通，为具体交流提供进入的切口，需要

从不同的面向揭示沟通与传播的可能性。戴维·莫利教授（David 

Morley）提出传播研究超越媒体中心主义的视角，不仅激发了传播在多

学科交叉研究中的活力，也拓宽了传播学的研究疆域，把此前被忽略的

物质性和流动性等问题纳入传播研究的议程中（王鑫，2020），这也为

对外传播研究议程和实践路径拓展提供了更多的灵感。本文将中华文化

对外传播研究的落脚点放在流动的人和散居的族裔等方面，通过考察个

体流动带来的空间转换、族群定居形成的文化“置入”，以及不同文化

场景中的具身参与，探讨流动与定居、个体与族群在具身传播、互动与

仪式等命题中，个体如何通过跨文化流动，把符号与物质之间的“离散”

关系重新聚合起来，成为不同文化之间传播、交流与互鉴的路径。英国

全球中国学术院院长常向群教授与笔者对谈时讲到，“1990 年代初期，

英国只有几万华人，而现在留学生就有七八十万。人数的增长一定会让

英国人民更多地看到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个体扮演文化使者成为

王鑫系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传播系主任、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
院特约研究员。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世界秩序实践与想象下中国话语国
际传播新范式与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2120220300）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提要】  传播研究物质转向以及对流动性问题的关注，为中华文化

对外传播提供更多理论和实践探讨的路向。本文试图超越媒体中心主义

视角，通过理论辨析和参与式观察等方法，从人的跨国流动、个体跨文

化交流中的具身问题以及符号与互动仪式几个方面，揭示个体、流动、

身体以及符号等问题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上拓展了对外传播研究的议程和

路径，尤其关注个体流动和具身经验构建的文化传播场景对传播符号与

物质之间“离散”关系的重新聚合，及其在对外传播中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  中华文化 流动性 具身性 符号化 对外传播 

【中图分类号】  G206

流动性、具身化与符号性：
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研究议程与路径拓展
■ 王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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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的文化’，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尽

管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不过在较长的时间

里，尤其是在大众媒体和新媒体成为主导的媒

体语境之下，媒体以及文本研究成为关注的

重点，而人的流动成为被忽略的“低音”。相

关议题的文章也只零星可见，其中《超越表征：

数字时代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新视野》（李鲤，

2020）侧重具身传播对于跨文化传播的新视

野和理论意义，关注到了这一问题，但是并

没有将流动与具身问题进行对照考察；研究流

动与传播的文章不少，但是从跨国个体流动

与族裔散居视角关注文化对外传播研究议题

并未有文章清晰涉及。传播研究的物质转向、

以媒体为中心的对外传播的现实以及在对外

传播中对“流动的人”的忽略，包括作者在参

与式观察中对诸多问题的发现，成为本研究

的缘起。本文也希望能从流动性和物质性（具

身）出发，超越媒体中心主义的视角，通过

参与式观察和理论辨析，考察个体在跨国流

动中如何通过身体在场、日常生活中的文化

交流，以及个体与族群在他者文化中的交互，

拓展了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研究议程、范式和

实践路径，增进了对外传播中多元主体的参

与，并彰显了民间个体流动对文化传播的意

义。此外，“中华文化”是一个宏大命题和叙

事，但其本身也并非一个空洞的能指，中华

文化既可以通过经典的文本和器物显现，也

附着在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上。在一粥一饭一

言一行一趣一味中，个体的生命感和生活经

验与中华文化以及中国的国家修辞关联在一

起。从人的流动中携带着文化基因的“入乡”，

可弥补宏大传播叙事的不足，并在潜移默化

中实现文化的交流、碰撞、融通和共在。

一、流动与定居：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主体的空

间转换与在地性体验

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悠久历史与人的流

动、货物的流动和金钱的流动分不开。中国古

代的丝绸之路是经由西安（古代长安）、甘肃、

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

陆上通道。这条“丝绸之路”，无论是出于当

时军事、外交、贸易的需要，还是个人的商

业往来，都成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早期的通

路。“丝绸之路是古代世界最庞大的商贸网络，

它将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与中亚的诸多贸易

重镇联系在一起，还间接连通了东亚和西南

亚的帝国中心。丝绸之路上不仅有井然有序

的贸易活动，还有军事要塞和政府税收机构，

其历史可以追溯至汉代（前 206—200 年）”（罗

伯特·N. 斯宾格勒三世，2021：11）。古代中

国精美的丝绸和瓷器，以及承载这些物质的

技术和审美，被西方世界认知甚至视为时尚

追逐，大量货币也因此流入古老的东方。当然，

古代文化传播之路也并非都是这么温和与友

好，武力屠戮、血腥征伐交织在不同文明的

碰撞和联系之中。在前现代阶段，人类文明

的交流与文化传播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强大

的国家意志、军事行动和对财富渴望衍生的

各种冒险。但是历史的大叙事总是遮蔽个体

生命在这条路上扮演的角色以及遭受的磨难，

无数充满冒险精神的个体，无论是基于财富

还是个人抱负，或者帝国雄心，都将各自的

文化向世界不同文化区域传播和扩散，棉花、

茶叶、咖啡豆、葡萄酒、辣椒和火药，甚至

是病毒，将人类的块状文明，通过流动的路

径和线索，逐渐连为一体。人类社会的发展

与流动性相伴，文化和文明的传播与交流伴

随着人类生生不息的流动，这也是人类文明

不断扩散的历史。《大流动》的作者纳扬·昌

达认为，大流动历史中这四类人，商人、传

教士、冒险家和武士，不仅将“产品、思想

和技术传播到域外，而且拉近了不同地域间

的关系，并借此建构和深化了‘全球一体化

意识’”。他还认为，“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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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的社会活动家、移民和游客一直持续推

动着数千年前就开始的一体化进程”（纳扬·昌

达，2021：V-VI）。

被 技 术 改 变 的 现 代 社 会 与 现 代 生 活 方

式，使文化的传播呈现新的状貌。特别是随

着航空等交通设施的发达，人类社会进入了

全球化时代。流动作为一个古老的问题，在

新的技术媒介和人类社会的全球化流动现实

中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理论命题。本世纪初，

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 Urry）提

出的“新流动范式”推动了流动性问题的研

究。他认为，当今世界有许多不同的社会实

践，每一种都涉及特定的人、物体、技术和

创作的流动组合，比如一些学生探险旅行、

互惠生和其他年轻人的“海外经历”，或者

在特定散居地内一些重要地方的旅行和迁

移，例如海外华人等（Urry， J.& M.Grieco， 

2012：5）。这对本文关于跨文化传播研究中

的流动性议题以及物质与符号之间接合关系

的研究有较大启发。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

受到交通技术的推动，流动成为个人、机构

和国家三者交织在一起的行为，跨国流动者

以及在地华人，携带自身文化的基因进入他

者文化中，并在日常生活中经历“转文化”

（transculture）的过程，正是跨文化传播要

关注的部分。

文明和文化的传播涉及人、物和思想等

多个方面。关涉到人，本文认为可分为“中

心传播者”和“边缘传播者”两个部分，前

者以国家精英或者在全球不同领域的功勋卓

著者为主，具有“典范”意义；而“边缘传

播者”，是指普通人在跨文化流动中，通过

自身携带的文化信息所产生的交流与传播实

践。这些边缘传播者，通常是以私人和个体

方式进入另一种文化中，是人与人之间的相

遇，生命与生命的相互感受和认知，因此，

更易建立文化连接上的“共通感”；相反，“中

心传播者”往往带有宏大叙事的色彩，形成

“国”与“人”、“高”和“低”、“上”与“下”

的层级关系以及无形的权力宰制，这使文化

的流动和文明的沟通产生了某种不平等感。

因此，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问题上，“中

心传播者”往往少了“边缘传播者”的日常

性和生活化，边缘传播者更易被接纳。2019

年， 中 国 留 学 生 数 量 达 到 70.35 万， 成 为

全球留学生数量第一的国家，根据 Frost 和

Sul l ivan 的报告分析，2022 年留学人数预

计将达到 83.05 万人。留学生群体成为跨国

流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无意间成为文化传

播的巨大的“普通传播者”。如何在庞大的

留学生群体从中国走向世界的空间转换中释

放其文化传播的可能性和潜力，促进不同文

化的交流与连接，这一点尤为重要。厄里就

非常看重学生以及其他年轻人的海外学习和

探索性的流动，认为这是重要的“成人礼”，

也是他描述流动性的五个重要面向之一。尽

管留学生出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学习，承担

的是个人的未来期许和价值实现，并无对

中华文化传播的明确任务，也未必有主观上

的自觉，但是作为“行走的符号”或者“流

动的文化载体”，客观上已成为不同文化之

间对话的连接者与沟通者。笔者在观察中发

现，青年学生在本土普遍接受过较好的教育，

对民族文化符号和样态也有一定的认识和理

解，在交流和互动中，也能有较好的展示和

传递。作为“普通传播者”，留学生也会在

文化碰撞中进一步明确自身的身份感和文化

的主体性，提高对民族文化的特殊性的认

知。因此，在考察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问题

上，要特别重视“普通传播者”的空间转换，

挖掘“普通传播者”文化携带性的特质，充

分利用“普通传播者”做好中华文化的对外

传播。这些留学生，往返于中国和其他国家

之间，带着中华文化的烙印——从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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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思维方式，从人际交往到审美偏好等，也

带着文明塑造的认知和判断。当个体进入他

者文化时，一方面遭遇“文化震惊”，另一

方面也把民族文化中的某些精神旨趣带到其

他文化中。当然，跨国流动的个体，不仅包

括留学生，还包括大量的跨国旅行者。由于

交通的便利以及中国家庭整体收入水平的提

高，以往被视为遥不可及的“出国”，现已

成为很多人的日常生活。这些跨国流动，无

意间建立了个体与民族、国家之间的修辞连

接，个体形象成为民族国家形象的关联表述，

个人与家国的关联性往往在他者文化中体现

得更为鲜明。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如果能超

越“媒体中心主义”的局限，将视角转向流

动的人（留学生、跨国工作者、游客、移民

等）和其他流动的物（汽车、服装、食物等），

不仅能从理论上拓展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研究

议程，也能在实践上拓宽中华文化对外传播

的路径和载体。

流动的个体成为文化“行走的符号”，海

外华人作为异国“定居者”，都是他者文化对

本土文化的直接嵌入的表现，这也是研究中

华文化对外传播不能忽略的部分。海外华人

族群基于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相似，大多居住

在相近或者相邻的街区，比如唐人街或中国

城。这些中国风格的商铺、食品以及日常生

活习惯，成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部落格”。

海外华人并没有被赋予中华文化传播的职责，

但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印刻在个体的生

命经验中，被携带、呈现与传播。笔者曾访

谈多位定居英国的华人，其中包括学者、医生、

作家、公司职员、中餐馆老板等，他们普遍

表达出在他者文化中更在意保护和传承自己

文化的内容，对中国传统节日、语言、习俗

等格外看重。比如华商在伦敦举行的春节文

化大游行，作为伦敦最著名的游行之一，每

年吸引数以万计的伦敦市民观看，这也是中

华传统文化在他者文化中的一次展演。一些

中餐馆或者中国超市中大量的中国美食、手

工制品以及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符号的小商品，

形成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汇入和接合。此外，

华人社群通过商会、读书会以及各种运动集

会，通过文化的方式聚合和加强“想象的共

同体”的建设，客观上也将民族传统文化在

异国他乡进行展示和传播。这些华人社群正

是斯图亚特·霍尔所说的散居的族裔，虽然

他们与本民族主群构成空间疏离，但疏离使

散居的族裔具有对民族文化的独特感情，既

担心遗忘也恐惧文化上的“失联”，因此会形

成更深层次的连接，也借此应对当地民族主

群对散居族裔的歧视和偏见。海外华人面对

不同的文化，其自身也需要不断地学习、接

纳和调整，找到连接人类相处中共通的部分，

才能在文化碰撞与适应中更好地“入乡”：既

要了解规则和程序，也要懂得风俗和人情，

并能找到自我与他者文化中有效连接的部分。

因此，如何充分利用海外华人的语言优势和

在地经验，以及对属地文化的认知和了解，

帮助中华文化找到更好的“入乡策略”，值得

进一步探讨。

二、具身传播与场景构建：对外传播中的身体

问题与感性实践

流动，特别是跨国流动，不仅是文化传

播的基础，也创设了跨文化传播生动的现场

和语境。身体在场的感受和体验与文字、书

籍、影像制造的想象空间不同，并且难以被

替代。新闻报道框架以及各种“把关人”对

信息进行的过滤，容易形成文化理解和认知

上的“偏见”，也不断制造交流和沟通上的

藩篱，而流动以及人际之间的沟通可以即时

发生，在某种程度上祛除了文化传播和交

流之“魅”。互联网和手机真的能够代替身

体在场的交流和仪式吗？兰德尔·柯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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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dall Collins）在《互动仪式链》中曾这

样提问。身体作为重要的媒介之一，参与到

日常交流和跨文化传播中，这也拓宽了跨文

化交流的新视野。身体和场景等概念也被应

用到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尤其是在考察传播

效果方面，更倾向于场景搭建中参与者的体

验和感受，注重跨文化沟通的语境和情态，

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除对外传播中出现

的困惑和困境。

对外传播中的身体问题，离不开前面对

流动性的讨论。没有流动作为前提，对外传

播中的具身研究也只有理论层面的意义，难

以落实到实际的交往中。随着全球大规模的

人群流动，特别是留学生、国际游客以及华

人移民的增加，使对外传播中的具身问题研

究，成为值得关注的重点。流动使人不断被“抛

入”陌生的文化中，需要不断去建立“自我”

与他者的关系。单波认为，这三种表述重点

呈现了文化互动的“我”、文化交叉的“我”

和文化融合的“我”，回应全球化时代“我”

的生存图景：全球流动不断使人们体验普遍

交往，遇见陌生人，经受文化差异与文化压力，

进入文化适应，感受文化连接与分割的心理

考验（单波，2020）。可见，个体在文化互动、

交叉和融合中，“身体”被卷入到巨大的跨文

化交往中，个体不再通过媒介信息构建的想

象场景交流，而是进入具体的场景之中通过

体验、思考、反馈和互动实现跨文化的交流

与传播。

强调身体在场是传播物质转向的一个研

究维度。以往的传播研究是以媒体为中心的

范式，“专注于信息传播的符号、制度和技术

维度的中介形式，把传播等同于象征性或修

辞性的交流”（王鑫，2020），这在一定程度

上窄化了传播研究的范围和议程。关注传播

中的感性实践与身体交流，以及交流场景的

建构，关注传播中的人的生命性和情感能量，

是对传播原初之意的复返和再现，“com-

munication 的原始意义在中文里就是‘沟

通’，在拉丁文与 community 同个字源，都

是 communis，即是要建立‘共同性’（make 

common）——也就是透过社区内人们面对

面的沟通，彼此分享‘信息’和‘情感’，以

建立深刻的‘了解’”（李金铨，2019：70）。

以媒体为中心传播，传受主体分别居于信息

的两端，遵循传播主体—信道（信息载体）—

接收主体的这一线性传播模式，两者之间并

不一定以身体在场的方式交流，因此也难以

提供柯林斯所言的情感能量以及情感连带。

保罗·亚当斯（Paul Adams， 2001）描述路

过某地时如何要求各种感官，如“视觉”、“听

觉”、“触觉”、“嗅觉”、“动感，即所谓的本

体感受”，甚至“味觉”参与其中。声音包含

“从鸟鸣到交通和喇叭的声音”，触摸的感觉

则可能“包括蒿草刷过身体时的触感，过往

车辆的湿滑路面溅起了浪花和在拥挤的地方

陌生人之间互相推搡”（转引自彼得·阿迪，

2020：160），这种充分调动生命各种感官获

取并传递的信息，建立了与场景之间的深度

关联，并与他人之间建立情感共通与连接，

也会形成“瞬间共有的实在”，特别是身体

在场提供了“高度的互为主体性，跟高度的

情感连带——通过身体的协调一致，相互激

起 / 唤起参加者的神经系统——结合在一起，

从而导致形成了与认知符号相关联的成员身

份感；同时也为每个参加者带来了情感能量，

使他们感到有信心、热情和愿望去做出他们

认为道德上容许的事情”（林聚任，2012：V）。

这显示出身体在场赋予传播的情感性以及强

大的身份感，情感能量促进主体间沟通意愿

以及沟通信息的清晰和准确。面对面的交谈

中，交谈的双方因为身处同一场所，因此能

通过身体在场相互影响，并且能够分享共同

的情绪和体验，这对于跨文化传播而言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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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补足了大众媒体或者新媒体传播隐去

的身体感受和现场能量会聚。此外，身体作

为信源传递同样的信息，比文字和其他媒介

载体要更丰富和全面，巴恩伦德（Barnlund）

认为：

人类交往中的许多甚至绝大多数关键的

意义是由触摸、眼神、声音的细微差别、手势、

说话或无言时的面部表情传达出来的。从认

出对方的那一刻起到相互告别，人们利用所

有的感官观察对方：注意话语的停顿、语调

的变化，留意着装、仪表，观察眼神、面部

表情，乃至注意其遣词造句、话语背景等。

每一个信号的协调与否关系到能否理解对方

转瞬即逝的心情或其持久不变的品性。通过

对动作、声音和语言等信号的理解，人们做

出不同的决定：是争论还是同意，是报之以

微笑还是面红耳赤，是放松还是抵触，是继

续还是中断谈话（转引自拉里·A·萨默瓦，

理查德·E·波特，埃德温·R·麦克丹尼尔，

2015：183）。

身体在场所传递的信息，不仅是信息的传

递而且是仪式的建立，并且非语言交流“是人

从出生到生命结束这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信号系

统”。若要想填满意义空白之处，不仅需要了

解身体语言与文化的相应性，更重要的是要了

解“文化确定了非语言行为在何时进行、如何

进行和产生什么后果的表现规则”（拉里·A·萨

默瓦，理查德·E·波特，埃德温·R·麦克

丹尼尔，2015：183）。马塞尼斯（Marseilles）

认为：

全世界的人们都拥有同样的基本情感。

但是什么事情会引起某一情感，人们在什么

地方、以什么方式表达这种情感，以及人们

如何界定情感等都因文化而异。因此，从全

球的角度来看，日常生活千差万别不仅体现

在 人 们 的 思 想、 行 为 方 面， 而 且 体 现 在 人

们如何用情感来充实生活方面（转引自拉

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埃德温·R·麦

克丹尼尔，2015：187）。

身体在场对于情感的传递以及情感能量

的流动，是人和人基于共通感建立沟通的前

提，并且要将身体在场与文化语境充分结合

起来，才能使非自然语言的表达具备超越民

族、 种 族、 肤 色 以 及 语 言 等 诸 多 障 碍 的 条

件，更好地实现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和可行

性。这不仅是交流情境的构建，也是感性实

践。欧文·戈夫曼也认为，个体的主动表达，

指语言符号或者双方皆知的传达信息的语言

替代物，这是传统意义上和狭义上的交流；

个体留给别人印象涉及更广泛意义上的行动，

别人认为这些行动就是发出者（交流者）的

象征，这种行动理应发出有因，而不是为了

以这种方式发出信息。这说明身体在场至少

完成两种功能：第一是传统意义上的交流；第

二是更广泛意义的行动。由于全球化带来人

口的大量流动，文化传播不只是依赖少数的

个体或者媒体，身体在场的跨文化交流日益

增多，带去了感性的交流实践，同时也使非

自然语言交流的优势得以显现，也恢复了传

播中身体在场带来的经验的回归与张扬。

身体在场建立交流的仪式感和场景。身

体在场是典型的文化之间的互动，是一种文

化与另一种文化的碰撞、表达、交流。跨文

化交流是人与人的相遇、人与事的相遇以及

人与物的相遇。不同文化中的主体的相遇就

是激发、唤起、激活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

也会产生冲突、矛盾和困境，但是人与人之

间仍旧存在着共情的部分，这里的共情，指

的是“一种能力，它使我们理解别人的想法

或感受，并用恰当的情绪来回应这些想法和

感受”（西蒙·巴伦 - 科恩，2018：14），并

且存在“共情回路”的生理基础与感官的共

通。此外，情绪的表达与情感能量传递“液态”

的方式可以自由地流动和蔓延，因此会超越

| 50

SHANGHAI
JOURNALISM REVIEW

2022年 第9期（总第475期）

◎ 理论探索



非身体在场带来的固化和想象，在情境中将

个体意义凸显出来，而不是洗刷个体的过程。

“一个人只能通过交流治疗交流的问题，只

有在与他人的互动中才能把陌生的变为熟悉

的，进而把自己从自我异化中解救出来。在

与他人的互动之中，个体可以体悟到巴赫金

所说的‘视野剩余’，即每个自我在观察自己

时都会存在一个盲区，就如同我们不可能看

见自己的脸和后背一样，所谓独特的个体视

野即每个个体都拥有的‘视野剩余’”（单波，

2020）。可见，身体在场的交流，提供了超越

于文本和影像的丰富信息，特别是在情感与

情绪的流动中，释放更多的交流信息，在一

定程度上消解了由于“视野剩余”带来的局限。

虽然数字时代的到来，特别是即时视频，使

在场交流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必要，但是具身

交往仍旧是重要的。对外传播与交流，身体

在场的重要性体现在：第一，情感能量的传

递使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更容易得到理解和

尊重；第二，超越自然语言表达的局限，从

而实现更加丰富的信息传递；第三，构建跨

文化交流的仪式感，体现对他者文化和本土

文化的尊重；第四，纠正对外传播中认知偏

向，形成对于跨文化交流的正向理解。对外

传播的基本理论问题只有转入人的日常交往

实践之中，才有可能找到可行的路径（单波，

2011）。跨文化交流从以媒体为中心的范式转

向“具身传播”物质维度，意在发掘对外传

播中身体在场的重要意义。身体在场实现了

跨文化交流中的时空合一，交流是一个线性

过程，体现为时间性；身体在场，又体现为

空间性，因此，身体在场实现了对外传播的

时空合一。无论这个场景是两个人或者多人

的，都提供了情感流动的空间，比如人们会

通过握手、拥抱、微笑去感知和体验与对方

的交流，实现了沟通者双方在自然语言以及

身体语言的多维交流，以及场景对沟通效果

实现的有效性。笔者曾与伦敦一位三个孩子

的母亲交流，得知她的小女儿患有先天性心

脏病，并且会突然发病而住院进行各种治疗。

这种共情，使笔者在交流的时候，会通过握

手和拥抱表示鼓励和安慰。身体本身就是一

个多维信息体，包含仪容仪表、服饰着装以

及举止言谈等，这不仅是个体文化修养的体

现，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彰显。比如，身着

汉服走在伦敦街头的女生，通过服装来表明

身份以及审美，阿拉伯民族的长袍和头巾、

拉美和非洲的脏辫等，都是各自民族文化的

体现。因此，身体在场仿佛一个民族国家“行

走的文化”的现场演示，并实现与其他民族

的对话和交流。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流动的

个体或者行走的“文化”，并不是以文化传播

为目的，而是作为文化的载体，以潜移默化

的方式进入另一种文化中，在文化震惊、适应、

融合中，通过对话、杂音，甚至默音的方式

实现了跨文化的交流。

三、个体与族群：对外传播中的互动仪式与族

裔象征符号

全球时代人类的流动促进了文化之间的

交流，身体在场释放了跨文化交流的情感

能 量。 人 类 被 更 加 紧 密 地 凝 聚 在 一 起， 因

为“人类的生存要依赖于人们考虑形形色色

的共同行动的能力”（转引自拉里·A·萨

默 瓦， 理 查 德·E· 波 特， 埃 德 温·R· 麦

克 丹 尼 尔，2015：293）。 前 面 提 到 的 流 动

与定居，实际上主要体现为个体的流动与族

群的定居。个体多表现为频繁与短期的流

动，族群则体现为稳定与长期的定居。在全

球流动中，不同文化中的个体不断相遇和交

流， 这 种 交 流 可 能 是 瞬 时 的、 偶 然 的， 也

可能是阶段性的和必要的。旅行者在途中

遇到的其他文化中的个体，这种交流通常

就是偶然的；但是对于留学生或者长期驻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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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这种交流在时间上可能是中短期

的， 在 实 践 层 面 也 是 必 要 的。 在 对 外 传 播

中， 涉 及 两 个 重 要 的 理 论 和 实 践 命 题， 一

个是互动仪式，另一个是族裔散居的象征 

符号。

关于对外传播中的互动仪式，实际上是

自我文化中的个体或群体与他者文化中的个

体或群体之间在情境中发生的交流与互动。

这个互动仪式，既包含了戈夫曼的日常生活

中的仪式，也包含了柯林斯的互动仪式中的

情境与情感能量的传递。戈夫曼认为，“我使

用‘仪式’这个术语，因为这类活动，尽管

是非正式和世俗的，代表了一种个体必须守

卫和设计的其行动的符号意义的方式，同时

直接呈现对其有特别价值的对象”（柯林斯，

2012：38）。戈夫曼认为日常生活中的主要

仪式类型，其实并不是神圣物的敬畏，而是

各种较小的体现各种各样私人关系的小型会

话。这些对话中的热情、友好、平淡、熟悉、

陌生等都在“打招呼”这种仪式中体现出来，

“他们暗示了一个人对待他人的态度，即有不

同程度的友谊（即团结）、亲密性或尊敬。每

个人都心照不宣地明白，它们在细微之处表

现了，在完全的陌生人、暂时功利性联系的

人、担当某些组织角色的人之间、彼此知道

名字并互相作为个体而不是作为角色认识的

人……他们之间的差别”（柯林斯，2012：

39）。这是基于个体交往的微语境，戈夫曼与

柯林斯一样，都强调了仪式发生的共同在场

性，并从身体在场转向对于共同际遇的关注。

柯林斯甚至认为每个个体都是一个互动仪式

链，并且认为“互动仪式最富激情的瞬间不

仅是群体的高峰，也是个人生活的高峰。对

这些事件我们刻骨铭心，它们赋予我们个人

生命的意义”（柯林斯，2012：73），个体随

着情境的变化，行为、感受和想法也会发生

转变。个体从本土文化向其他文化流动，必

然会带来情境的变化，这会使其根据自身的

经验、认知和情境进行有效的沟通以确保自

身在他者文化中的安全和确定性。同时，会

对他者文化进行充分学习和了解，寻求能够

建立互动仪式的行为和方式。笔者在曼城学

习期间，为欧洲大陆以及英国的朋友带去“中

国风”的各种小礼物，并根据音译，将他们

的名字写在书签上，这些异国友人惊异自己

的名字以不同文字符号呈现的样子。礼物与

心意、友善与惊异让来自不同文化之间的人

迅速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 , 并在后续过程

中，友好、善意、真诚的情感能量在互动双

方之间流动，使交流的双方体会、感受并做

出反馈，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认识到仪式操

作的简单以及意义的不简单。中华文化对外

传播看起来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集体行动，实

际上，却在个体与他者文化的互动中悄然实

现，“实事求是、生动、客观地呈现我们的语

言、文化和生活，坦诚相见会更容易打开自

身，找到与外界沟通的契合点。不同文化地

域中的人，都有自己对于真善美的理解，虽

然有些微的差异，但是仍旧具有普遍的共通

点，找到双方共通的‘理、事、情’至关重要”（王

鑫，李锷，2021）。以个体为代表的跨文化流

动，必然与对外传播进行关联。在互动仪式中，

身体在场聚集了大量的情感能量，并且交流

双方“乐意捕捉共享的关注点和情感连带”，

会形成较为顺畅的交流，甚至可以弥补言语

上的欠缺。个体之间的相互交流，弱化了民

族与国家的宏大叙事，在一个微小的情境里，

以生活的方式实现了跨文化的交流。在互动

中，个人的喜好和偏爱，包括对于他者文化

的熟悉和了解，进行日常化的交流或者学术

讨论，避免与国家的宏大叙事构成更多的关

联。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认为，

个体意识是集体意识的一部分。个体具有的

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情感特征是社会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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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内在化的过程，中国人习惯在“关系”和“归

属”中安放自身的位置，在跨文化交流中呈

现出含蓄、宽容、内敛、温和、真诚甚至是

隐忍，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基因对人伦

理想和人际关系的形塑。作为日常生活中的

个体交流和互动仪式，提供了对外传播的重

要场景，其中“尊重”成为互动仪式必须具

备的心态。受制于具体环境、刻板印象以及

社会心态等因素，个体往往会遭遇各种各样

的歧视、偏见、冷漠以及不尊重。不过，放松、

诚恳、开放和友好交流的心态，能够给予互

动的双方鼓励、肯定，并向对方构成积极的

反馈和回应，这些是需要个体不断学习和实

践的。身体不在场，很难在情境中通过情感

流动提升交流的品质和效果。提出对外传播

中互动仪式的问题，着眼于流动的个体客观

上必然具有文化传播的功能，通过建立良好

的沟通情境，个体在跨文化交流中容易获得

在他者文化中的良好存在感和认可度。虽然

个体在跨国流动过程中，会遭遇不同程度的

文化震惊，但是身体的在场又会形成情感和

能量聚集，通过分享、关注和体验，保持对

他人和情境的关注，准确地捕捉他人的情绪

状态，在交流中做到移情，接受差异，在必

要的妥协中寻求通融与合作等。如何将中华

文化对外传播的宏大叙事消弭于个体间日常

交流的微叙事，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与互动仪式相关的，就是族裔象征符号。

中华文化是世界文明历史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不仅如此，中华文化对于日本、韩国以

及东南亚地区的文化构成了重要的影响。随

着人类航海事业以及其他交通工具的发展，

大量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远到马六甲海峡，

或是到非洲和北美地区淘金和拓荒，成为早

期输出的海外移民。比如新西兰学者宫宏宇

在《意想不到的使者》一文中（2013），专

门讨论了早期的广东淘金客在新西兰的音乐

传播，并认为相比于早期的传教士、商人和

旅行者，广东淘金客从社会底层开始的音乐

传播，是重要的传播途径之一。第一代移民

往往伴随着艰辛的求生历程以及社会底层的

生活。后来的移民或者是高学历、具有专业

技术的移民，或者是投资移民，当然也包括

跨国婚姻的移民等，相对第一代移民来讲，

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等都有了显著的提高，

在欧美一些相对较大的城市都有华人商业和

生活居住区——唐人街或者中国城。这些散

居的族裔，通过日常生活、族群内部沟通以

及中华文化传统习俗的展示，一方面对于散

居族裔有情感和文化的连接作用，另一方面，

也在不同文化中渗入了中华文化的内容和气

质。前面提到的英国华埠商会在伦敦举办的

春节庆典活动，它以特拉法加广场和唐人街

以及伦敦西区为主要活动地点，每年有几万

人参加和观看，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故事、

人物、图腾符号以及传统艺术活动得到展示。

不仅华人参与其中，来自不同肤色、人种和

文化的人们也参与其中。除了游行，期间还

有手工摊位、中国美食展览以及传统的中国

舞蹈、音乐和武术表演等。这种大型的“流

动的文化”展演，文化的物质形态、图腾符

号以及族群身份等，都得以显现。海外华人

族裔进行的文化展演活动，是出于对“文化

之根”的记忆和留存，在文化对比和参照中，

体会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分

野，如何在他者文化中保留、呈现、发扬自

我文化，也是海外族裔寻求文化身份和自我

认同的路径。中西方文化差异巨大，西方人

通过宗教连接彼此，中国人通过世俗的生活

伦常建构个体与族群的关系，个体的价值需

要在集体和族群中确立，因此，海外族裔的

文化聚力和发散性相对较强。海外族裔与留

学生及驻外工作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早期移

民与故乡之间构成一种“遥远的亲切”，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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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存在一种“分离的焦虑”。散居的族裔定

居在异国他乡，由于本土文化的同化，移民

的二代，甚至三代对祖辈文化的保留越来越

少，出于对自我“根”文化的衰落和消逝担

忧的朴素情感，他们聘请中文教师给移民的

二代、三代讲授中文以及中华传统文化。他

们并不对中华文化传播的宏大叙事负责，而

是出自一种自我文化认同与保存，或是对自

我过往的珍视。文化像一条河，流淌在人类

的土地之上，形态各异，也会受到国家和意

识形态的影响导致阻塞，但是人类的大地是

共通的，河流总有交汇的可能。中华文化对

外传播不是单一的“对外输出”，“输出”的

话语总是让他者文化存有“入侵”的警惕，

“文化和价值观的交流，可以提出概念和口

号，但是对于实际操作的人来讲，要把宣传

的概念和口号弱化到无，踏踏实实地做事情，

用‘事实’来体现‘理念’”（王鑫，李锷，

2021）。通过不断流动的跨国者以及散居的

族裔在不同文化空间传播互观，通过物的形

式和互动仪式与他者建立关系，更容易实现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鉴。

结  语

当下，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在文本和媒介

研究方面成果颇多，也是研究中华文化对外

传播的“高音”之处。随着传播研究对流动性、

物质性、具身性等问题的关注，对外传播的

研究也需要传播议程的拓展和扩散，超越以

媒体为中心的对外传播的单一思路，形成更

立体和多向度的传播路径和方法。笔者通过

自身的海外生活经历，以及参与式观察和访

谈，认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有几个问题是必

须要关注的：第一，关注流动性，并将其作为

考察传播主体的重要维度，有利于扩充“谁”

在传播的问题；第二，考察对外传播的具身问

题，关注身体构成的信息场域和情境，有利

于观察对外传播沟通效果；第三，对外传播的

仪式和符号问题，通过对个体互动与族裔呈

现的研究，有利于激发传播主体的活力，也

使中华文化的多样性面向能够被更好地展现。

以上对这些问题进行剖析，是为中华文化对

外传播提供进一步实践的可能性和路径，沿

着这个思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会有更加务

实和丰富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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